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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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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庸》经筵进讲及其向最高层的传播，是研究宋代《中庸》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邢昺为

宋真宗讲《中庸》，到宋仁宗以之赐新及第进士，再到真德秀为宋理宗读《中庸》，并成为“四书”之一，《中庸》思想

不断被诠释与挖掘。其“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道德性命之说”“执中以致和”等思想，成为帝王修己治人的重

要资源与价值源泉。经筵官们切近人君，义理解经，明确主旨、反复开陈、说理透彻、有的放矢、指陈时政等方

式，加深了帝王对《中庸》的认同与理解，促进了其官学化、社会化与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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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儒学发展与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

《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无疑是四书学发

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唐代李翱《复性书》以

《中庸》为依据，建构儒家心性之学以来，为应对

佛道冲击，复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中庸》的

价值意义与思想资源在宋代被重新挖掘。范仲

淹、胡瑗、李觏、张方平、陈襄、周敦颐、司马光、

程颢、程颐、苏轼、范祖禹、吕大临、晁说之、游

酢、杨时、侯仲良、朱熹、真德秀、袁甫等均有诠

释《中庸》之作，一时蔚为壮观。尤其是朱熹将

《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在理宗朝受到官方的

推崇后，便奠定了《中庸》在“四书”中的重要

地位。

《中庸》在宋代的发展与兴盛，不仅与智圆

等佛教徒们的提倡、士大夫的撰述与阐释密切

相关①，而且还与其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多

种需求有关②。然而一种学术思想与价值观念要

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固然离不

开一批批士人通过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等方式向

社会传播，同时还必须得到最高层的认可与推

崇，方可形成引领学术发展与社会思潮的合力。

目前学界对《中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作者、

文本、思想等方面的探讨，对于《中庸》如何为帝

王所熟知与认可，则少有学者涉及。本文以经

筵进讲为视角③，全面梳理《中庸》向帝王传播的

情况，揭示其经义诠释与帝王修己治人之间的

内在联系，探寻《中庸》兴盛与发展的另类根源。

一、《中庸》在经筵的传播

宋代帝王“无不典学”的制度安排，促进了

经筵制度的完善，为士大夫向帝王进讲儒家典

籍，传播儒家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获得认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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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供了有效平台④。《中庸》从《礼记》中独立

出来，成为“四书”之一，与其在经筵的进讲与传

播密切相关。

现存最早的《中庸》经筵进讲的记录，是宋真

宗景德四年（1007 年），“帝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

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篇》图，昺指‘为天下国

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

皆有伦贯。坐者耸听，帝甚嘉纳之”［1］82。邢昺以

《中庸》“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思想，劝谏宋真

宗修身尊贤以治天下。其实，宋真宗早在为太

子之时便已接触、学习过《中庸》。据王应麟《玉

海》记载：“真宗自居藩邸，升储官，命侍讲邢昺

说《尚书》凡八席，《诗》《礼》《论语》《孝经》皆数四

焉。”［2］516又说：“邢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说《孝

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三，

《诗》《左传》各一。”［2］516可见，邢昺在东宫多次进

讲《礼记》，则《中庸》必在讲读之列，只是此时《中

庸》还没有从《礼记》中以单篇形式独立出来。

宋仁宗时，迎来了《中庸》发展的重要时

期。天圣五年（1027 年），宋仁宗“赐新及第人

闻喜燕于琼林苑，遣中使赐御诗及《中庸篇》各

一轴”［1］91，并“令张知白进读，至修身治人之道，

必使反复陈之”［1］91-92。这是宋代帝王最早以《中

庸》赐新及第进士的记载，并由当时的宰相张知

白当场讲解经义，足见其对《中庸》修己治人之

道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至少在宋仁宗时《中

庸》已开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天圣八年

（1030 年），宋仁宗“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一篇。

自后与《中庸》间赐，著为例”［3］5268。可知，从宋

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开始，以《大学》与《中

庸》“间赐”新及第进士已经成为惯例，这对于

《大学》《中庸》地位的提升与影响力的扩大无疑

是起到巨大作用的。宋仁宗为什么会如此重视

《中庸》等经典呢？这与经筵官们多次为宋仁宗

讲读《礼记》密切相关。早在天圣三年（1025 年）

三月，宋仁宗就“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

《曲礼》”［3］2132。从《曲礼》进讲开始至天圣五年

（1027 年）十月，“以讲《礼记》彻，燕近臣于崇政

殿”［4］2452，共计用时两年多，而《中庸》必在讲读之

列，否则就很难理解宋仁宗单独从《礼记》中择

取《中庸》以赐新及第进士，并以之为常例的行

为。这一切应源自儒臣讲读及宋仁宗对《中庸》

思想价值及修己治人之道的高度认同。

治平二年（1065 年），侍讲司马光以《中庸》

学、问、思、辨之语，劝诫宋英宗在经筵学习时要

多加询访、诘问，以裨圣德。熙宁元年（1068
年），宋神宗召王珪、范镇等讲《礼记》。宋哲宗

元祐四年（1089 年），文彦博请哲宗依例科场给

赐“臣僚《儒行》《中庸》篇”［4］10448，以警策士行。

元祐八年（1093 年），经筵《礼记》讲毕。可见，终

宋哲宗一朝《中庸》也是其经筵学习的重要内

容。宋孝宗乾道年间，“因讲《礼记》，首尾两

年”，中书舍人梁克家请“如元祐中范祖禹申请

故事，或许择诸篇最要切者，如《王制》《学记》

《中庸》《大学》之类，先次进讲，庶几有补圣德万

分之一”［3］2891，被获准。隆兴元年（1163 年），“起

居郎胡铨兼侍讲，讲《礼记》”［3］3196。淳熙四年

（1177 年），宋孝宗幸太学，曰：“《礼记·中庸篇》

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最关治道。”［5］3877 命

经筵官进讲。淳熙九年（1182 年），朱熹“将《大

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

为一编，刊刻于婺州，是为《四书集注》，经学史

上‘四书’之名始于此”［6］731。至此，《中庸》成为

“四书”之一，而其地位的最终确立及“四书”得

到官方推崇，则在宋理宗时才得以完成。

宝庆元年（1225 年），“太学正徐介进对，论

《中庸》谨独之旨”［5］4446，宋理宗深有体会曰：

“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5］4446 宝庆三

年（1227 年），宋理宗下诏称赞朱熹所“集注《大

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

治道”［7］879-880。并对其子朱在曰：“先卿《中庸

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

也。”［7］880可见宋理宗对朱熹学识的赞许及对《中

庸》等“四书”经典的认同。端平元年（1234
年），真德秀为引导宋理宗穷理正心以成治道，

进呈了自己倾十年心力而作的“帝王之学”的典

范著作《大学衍义》。该书“因《大学》之条目，附

之‘六经’《论》《孟》《中庸》等经史，纂集为书”，

成为宋理宗“朝夕观览”之作。此外，该书选取

《中庸》首章、中庸、中和、自明诚、自诚明、五达

德、三达道、道不可须臾离等章节经文，汇聚周

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吕大临等先儒论述，

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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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大学衍义》各纲目之下，多次在经筵被进

讲⑤。据真德秀《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记载，

其进读《大学》忿懥章时，曾引《中庸》“中”“和”之

言诠释中节、性情、体用等问题。后又向理宗进

读《大学衍义》“九经章”，又读《中庸》至圣章等。

《中庸》等“四书”经典在经筵的进呈与讲读，必然

对宋理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朱熹的《四书章

句集注》得到表彰，而且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

朱熹等大儒均得以从祀孔庙⑥，从而奠定了“四书

学”的官学地位，程朱理学成为了宋代的“正学”。

可见，从邢昺为宋真宗讲《中庸》，到宋仁宗

朝以之赐新及第进士，再到宋理宗朝“四书学”

地位的确立，《中庸》终宋一朝，均在经筵不断地

被进讲，成为帝王汲取修身立德智慧，提升治国

理政能力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中庸》诠释主旨与帝王

修己治人

由于年代久远、典籍散佚的原因，《中庸》经

筵讲义现存寥寥无几，但我们从真德秀《大学衍

义》与《经筵讲义》中有关《中庸》经义的阐发，以

及《宋朝诸臣奏议》之“君道”与“帝学”中汇集的

士大夫们运用《中庸》思想，劝诫人君修己治人

等奏札⑦，依然可以管窥宋代士大夫与帝王对

《中庸》思想资源的挖掘与运用。

（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成为士大夫与

帝王最为关切的主题

通过对《中庸》进讲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成为了士大夫与帝王最

为关切的主题。其间，既有士大夫主动向帝王

进讲“九经章”的，如邢昺、真德秀等，也有帝王

要求士大夫进读的，如宋仁宗、宋孝宗等。由于

《中庸》“九经章”勾勒了从修身到尊贤、亲亲，再

到体恤、亲爱臣民乃至于柔远人、怀诸侯等平治

天下的路径与纲目，为士大夫以儒家价值理想

引导、教化帝王提供了诠释空间，同时又为君德

成就与治道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操作方法。

如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不仅将《中庸》

“九经章”列入“帝王为治之序”，而且将其思想

渊源上溯至上古时代，指出《尚书·皋陶谟》所言

“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

远，在兹”［8］11，乃是“九经之序”之“所祖”，从而

提升了《中庸》在经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地位。此

外，真德秀还汇聚了《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

关于“九经之序”的阐发与议论，指出“修身”乃

是“九经之本”。只有修身立道，为民表率，方可

推之家国天下。他指出“凡此九经，其事不同，

然总其实不出乎修身、尊贤、亲亲而已”。所谓

的“敬大臣，体群臣”，是“自尊贤之等而推之

也”［8］18；“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则

是“自亲亲之杀而推之也”［8］18；而尊贤亲亲则是

“修身之至”，从而凸显了“修身”在“九经之序”

中的首要地位，勾勒了由“内圣”而至“外王”的

儒家王道理想实现的路径与次第，所以真德秀

赞曰：“九经之说，朱熹尽之矣。”［8］20 并将“九经

章”要旨归之于“一”，而以“诚”“敬”贯穿始终，

则《大学》之“意诚、心正在其中矣”［8］20，从而贯

通了《中庸》与《大学》的要义。可见，《中庸》“九

经章”勾勒了帝王成君德立圣治，由内圣而外王

的修己治人的方向与理路，是士大夫与帝王共

同关注的思想资源与治国理念。

（二）“道德性命之说”成为帝王修身立德的

思想源泉

为应对佛道思想的冲击，重振五代十国败

坏的人心世道与社会秩序，儒学复兴的当务之

急就是建构一套精密的心性道德理论，为世人

安身立命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中庸》的道德

性命之说适应了时代的这种需求。

北宋陈襄明确提出“《中庸》者，治性之

书”［9］第 50 册，217，较系统地阐发命、道、性、情、形、

气、中、庸、和、诚、善、恶等问题，开启了宋代理

学体系建构的核心话题⑧。同时他还充分运用

《中庸》的思想引导帝王修身立德。如其《上宋

神宗论诚明之学》曰：“帝王之德，莫大于务学，

学莫大于根诚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10］45 希

望宋神宗能够以诚立善，以明致道，守中庸之常

德，成就君德帝业，并认为如此“三者立，天下之

能事毕矣”［10］45。又其《上神宗论人君在知道得

贤务修法度》指出，人君治天下首务在于明晰性

情、邪正、天道、人伪之分，“养心治性，择乎中

庸”，“进诚明之学”以“知至道”之要，要求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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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贤者“日与讲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养而充

之”，然后任贤使能，修明法度，如此君臣“相与

共济”“立民之极”，则可成“尧舜之举”［10］17。刘

述在《上神宗五事》中指出：“帝王接物也，以至

诚为先，权术不足任也。”［10］9相对于帝王之术而

言，刘述认为帝王修至诚之德才是更为根本

的。李常在《上神宗论修身配天始于至诚无息》

中说：“昔者子思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

之者，修身而已……其修身之叙，亦必始于至诚

无息，而极乎高明，上配天德。”［10］18-19 劝勉人君

欲成就尧舜之德业事功，当以“至诚”修身为

先。孙觉上《上神宗论人主有高世之资求治之

意在成之以学》奏札，认为人主之学，当“深造于

道德性命之际，极高明而道中庸”，方可实现“度

越汉、唐而比隆于三代矣”［10］44 的治世理想。可

见，《中庸》道德性命之说是帝王学为尧舜、修身

立德的重要思想资源。

真德秀《大学衍义》是为成就君德治道，建

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引导帝王格物

致知以正心修身，真德秀选取《中庸》首章“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经文，引朱

熹之言，阐发了人人皆有的天赋仁义礼智信之

性“无一不本之天而备于我”［8］73，引导宋理宗明

“天理人心之善”，并以之为“人君致知之首”，进

而指出只有“知己性之善”“知人性之善”，方可

知“我”与“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治己治人，使

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达到尧舜之治。

同时，他还择取《中庸》“三年之丧”的思想，阐明

父母之丧是人人均应遵守的人伦之本，引导人

君恪守“天理人伦之正”，爱敬事亲，身为表率，

“躬行于上”而“德教自形于下”［8］93，收至孝治天

下之效。此外，为了启沃宋神宗成就修德爱民

之实心实事，真德秀选取了《中庸》诚者与诚之

者、自诚明与自明诚、至诚与致曲、五达道与三达

德等章节，指出“诚”乃真实无妄的“天理之本

然”，“致诚”之本在“尽己之性而已”，圣人“可学

而至”［8］194。劝诫宋理宗“为君必尽君道”［8］196，行

君臣、父子等五伦之道，成仁、智、勇之德，则可

修齐治平，进而参天地赞化育。可见，《中庸》为

士大夫贯通天人、性命、道德以引导帝王修身爱

民、学为圣人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价值源泉。

（三）“执中以致和”的中道思想成为帝王

为治立政的根本原则

真德秀认为“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必

“有天下之绝德”，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而后

“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所以作“亿兆之父

母，而为天下之王”［8］174。那么，人君修身立政以

致极的标准与大本是什么呢？那就是“尧舜禹汤

数圣相传”的“惟一中道”［8］169。真德秀继承与发

扬了程颐、朱熹的中道思想，认为人君为治天下

当“执中”以“致和”，育万民而参天地。所谓“中”

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天理之当然”与“天

下之大本”，是“天命之性”，为“道之体”。“无所偏

倚”描绘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在中”状态，

“无过不及”指的是“发而皆得其当”、得其“和”的

效用，为“著情之正”的“道之用”［8］184。“中”与“和”

的关系是“此为彼体，彼为此用”的体用关系，执

“中”以致“和”，得“和”以显“中”，人君当“深体力

行之”，以收“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之效。

同时“中”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朱熹曰：“盖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8］186程

颐举例曰：“一厅则厅之中为中，一家则厅非中

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8］186又

如“初寒时则薄裘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则

非中也”［8］186等。“中”随着空间、时间或事情的变

化而变化，执“中”以致“和”需要因时因地而采

取不同的策略，所以说“欲知中庸无如权。权须

是时而为中”［8］186，“知中则知权，不知权则是不

知中也”［8］187。人君应“知中”而又“知权”，把握

好“中”与“权”的关系，应对万物、治国理政。所

谓“权以中行，中因权立”，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

度统一，“随时以取中，因时而执中”，进而致

“中”、致“和”。这既是人君尧舜等圣圣相传“制

治”之“准的”，人君“执中”之大本，又是“吾道源

流”之正学，“范民”立政之轨范，“其体则极天理

之正”，“其用则酌时措之宜”［8］170。“中道”思想蕴

含了先哲们治国理政的智慧，成为历代帝王们

为治立政的根本原则与重要尺度。

三、《中庸》诠释的特点

由于“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夫分文析

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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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

非人主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

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

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将，

德及天下”［10］24。经筵讲学的对象是贵为天下至

尊的天子，需要围绕着国家立政立事之要，挖掘

历史兴衰治乱存亡之迹，讲明古代圣人爱民利

物的道理与方法，切不可像普通学子与儒者那

样分章析句以求取功名利禄。因而在诠释经义

时，经筵官往往联系帝王为学为德为治的切要

处，选取经文，发挥义理，力求主旨明确，说理透

彻，有的放矢，指陈时事，劝谏人君。

（一）经文选取，主旨明确，修己治人

无论是陈襄、刘述、李常、孙觉、程颢、吕公

著等运用《中庸》思想所上奏札，还是真德秀经

筵进讲《中庸》，他们均是紧密围绕着人君修己

治人的主旨，择取经文，诠释经义，所以《中庸》

“九经章”成为了士大夫为帝王讲解修己治人之

道最重要、也是进讲次数最多的篇章。又如《中

庸》首章，既是全篇的纲领，又是性命道德之说

的源泉。真德秀为建构其“帝王之学”的理论架

构，并没有按照《中庸》首章经文的原有结构与

次序依次阐发，而是将其经文根据诠释主旨的

需要，分拆列入《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与

“诚意正心之要”不同纲目下的细目。如将“天

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8］72的经文

列入“明道术”目下的“天理人心之善”；“道也

者，不可须臾离也……故君子慎其独也”［8］472 列

入“崇敬畏”目下的“操存省察之功”；“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8］183列入“明道术”之“吾道源流之正”。从各

个不同的侧面与角度，阐述帝王正心修身的经

义要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经筵讲

学中，经筵官选取哪部经典的哪段经文予以讲

解与阐发，均是为君德成就与国家治理服务的，

有其鲜明的针对性与目的性。

（二）经义阐发，反复开陈，说理透彻

关于经筵讲经的特点与方式，朱熹说得很

透彻：“大抵解经固要简约。若告人主，须有反

复开导推说处，使人主自警省。盖人主不比学

者，可以令他去思量。”［11］2576 对于日理万机的君

主而言，经筵官应逻辑清晰地将经文中所蕴含

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反复铺陈阐发，

务必透彻、清晰、明白，警醒君主切身力行。如

陈襄讲人君至道之要“在乎养心治性，择乎中庸

而已”，通过对命、性、中、情、欲、正、邪等关系

的梳理，指出人皆有天之所命的仁义礼智信之

“五善”，然其一旦“感物而动”则为情，情“有邪

有正”，因此必须择善固执，通过博学、尽心、明

善、持志、养气、充体等方式进“诚明之学”，从

而使“五善”“七情”皆得其正，君王如能养心治

性“莫不与天下共之”，“必求天下之贤者而任

之”，则可君臣“相与共济”以“定民之志而立民

之极”［10］16，天下自然不言而化以出治道。通过

一步一步剖析阐发，陈襄清晰透彻地讲明了人

君养心治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及修己治人的

方法，以此勉励人君成君德出治道。又如真德

秀在进讲《中庸》“九经章”时，不仅阐释了修身

为九经之本，而且指出朱熹“内外交养，而动静

不违”的要语“至为精切”，将其要义归结为一个

“敬”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人君修身为治的切

入点。而真德秀对《中庸》“诚”的经文选取及阐

释，不仅揭示了“诚”的内涵是“真实无妄”的“天

理之本然”，圣人“得诚之名”，常人因其私欲须

择善固执以诚之，而且指明“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笃行，此诚之目”，明示为学修身的途径与

方法，最后之落脚处则在于劝诫人君将修德爱

民之“实心”，落到治国理政的实际处，以实德成

实政。

（三）有的放矢，指陈时政，劝谏君王

经筵不仅是帝王们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之

地，而且为士大夫们“得君行道”，建言朝廷时

政，参政议政提供了重要渠道。因而在儒家经

典解读与经义阐释的背后，往往寄寓了士大夫

们匡正时政、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12］60。据《玉

海》载，邢昺在为宋真宗讲经时，经常“据传疏敷

引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2］516。真德秀

在进讲《中庸》“九经章”时，特重“续绝世，举废

国，为怀诸侯之首”经义的阐发，意在劝诫宋神

宗“重骨肉之恩”，为功臣立后。为增强劝说的

信服力，真德秀首先引用孔子《尧曰》篇之言，将

《中庸》“续绝世，举废国”之意上溯至《尚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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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定位为“自昔帝王相传之法也”，认为“《中庸》

之言，盖祖乎此”［9］第 313 册，290，从而增强其言说的

权威性。接着历数春秋时齐桓公存三亡国的典

故；汉成帝感杜业之言，“复绍萧何之世”并“增

曹参、周勃之后”的“美事”；唐德宗念李怀光之

“前功”为之立后的仁德；宋朝“每大赦令，辄取

昭宪太后子孙，或及赵普之徒”等生动可感的故

事，增强论说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进而针对南宋

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则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

现实，提出“当此兵事方兴之时，谓宜访问，加

以存录，至于骨肉之恩，析而不殊，尤仁圣所宜

哀恻也。故因《九经》之义推而及之，以赞陛下

矜恤之仁云”［9］第 313 册，291 的建议。希望宋理宗能

够于国家存亡治乱之际，普施仁义恩德，抚恤功

臣之后，凝聚人心，可谓借经义以阐时事，积极

为人君出谋划策，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进读

完毕后，真德秀进而奏云：“大抵续人之祀者乃

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绝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

之所恶也。”［9］第 313 册，291 将“续绝世”之意，上升到

“天”之好恶的高度，从而收到了经筵进讲之效，

“上意亦觉悚动，退而李正言甚称开陈之善，谓

其言切而不露也”［9］第 313 册，291。宋理宗后来对朱

熹、程颢、程颐等道学人物的表彰与对其后人的

嘉奖，与真德秀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地劝谏、上

奏不无关系。

结 语

《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篇”到

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在经筵不断被进

讲及向最高层传播的过程，尤其是宋仁宗时以

《中庸》赐新及第进士，与宋理宗对“四书”的表

彰，对《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

实现秩序重建与儒学复兴的重任，经筵官们充

分挖掘与运用《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道德性命之说”“执中以致和”的中道思想，采

取切近人君实际选取经文，围绕着人君修己治

人的主旨，阐发经义，反复开陈，有的放矢，指陈

时政，劝诫君王，从而引导帝王按照儒家的价值

理想与思想观念，修身立德，治国理政，学为尧

舜，进而加深帝王对《中庸》的认同与理解，使之

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推崇。同时在君主制国

家，“人君一身实天下国家之本”［8］11，其言行举

止皆影响着天下之风向。《中庸》成为帝王经筵

学习与经筵官进讲的重要篇章，无疑提升了《中

庸》在士大夫及百姓心目中的分量，有利于推动

《中庸》官学化、社会化与普及化，进而奠定了其

在宋代学术思想、人心世道与国家治理中的影

响力。《中庸》经筵进讲及帝王对其思想价值的

认同与理解，既是宋代《中庸》地位提升的关键

性推动力量，又是研究宋代《中庸》学兴盛发展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呈现了学术、思想、政

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

注释

①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

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

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

庸广义》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参见陈寅

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84 页。②对宋代《中庸》学进行系

统研究的主要有：王晓薇：《宋代〈中庸〉学研究》，河北

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郑熊：《宋儒对〈中庸〉的研

究》，西北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王晓朴：《南宋理

学视阈下的〈中庸〉思想研究》，河北大学 2015 年博士学

位论文等。③经筵进讲是儒家士大夫向帝王讲解经

史、传播儒学思想、提升帝王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

的讲学与教育活动，是北宋经筵制度完善的产物。翰

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侍讲、侍读、崇政殿说书、

天章阁侍讲等统称为经筵官。④参见王琦：《学术与政

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讲读为例》，《湖

南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⑤据真德秀《大学衍义》中

《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房申状》记载：“于今月十四日轮当

进读《大学章句》。既毕，忽蒙圣训：‘向所进《衍义》之

书，便合就今日进读。’”可知，真德秀在经筵进读朱熹

《大学章句》的时候，曾经应宋理宗的要求进读《大学衍

义》，宋理宗亲口承认“卿所进《大学衍义》之书，有补治

道，朕朝夕观览”，经常翻阅、学习真德秀进呈的《大学

衍义》。参见真德秀：《大学衍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0 年版，第 7 页。⑥据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八〇记载，淳祐元年（1241 年），宋理宗下诏曰：“朕惟孔

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

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

《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

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

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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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参见陈邦瞻：《宋

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880 页。⑦赵汝愚

所编《宋朝诸臣奏议》中收录了陈襄的《上神宗论人君

在知道得贤务修法度》《上神宗论诚明之学》、程颢的

《上神宗论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学》、吕公著的《上神宗论

人君在至诚至仁》、刘述的《上神宗五事》、李常的《上神

宗论修身配天始于至诚无息》等篇目，均是对《中庸》思

想的发挥与运用。⑧参见陈重：《简论陈襄〈中庸讲义〉

的思想内涵》，《浙江学刊》，201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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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Teaching of Jingyan Lecture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Emperor’s Self-cultivation and Governing People

Wang Qi and Liu Meifang

Abstract: The Progressive teaching and spreading to the emperors of Jingyan Lecture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hought in Song Dynasty. The though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s been constantly interpreted and explored by which from explaining this for Emperor Zhenzong by Xing
Bing， to Emperor Renzong awarding new scholars （Jinshi）.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explaining it for Emperor
Lizong by Zhen Dexiu， and becoming one of The Four Books. Its thought， such as all who have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with its states and families have nine standard rules to follow， the theory of moral life and holding the
mean and achieve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existing in perfection，had been important resource and source of value for
emperors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and govern people. The scholars who give Jingyan Lectures to emperors deepened the
emperor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promoted its bureaucratism， soc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which by the ways of closing to emperors’ life properly， explaining classic appropriately，
interpreting main ideas clearly，repeating its thought continually，contacting current affairs closely，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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